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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ꎬ 通过三重差分法与合成

控制降维三重差分法分析集采试点对社会面医药创新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 政策能够显著

促进试点地区医药组别发明专利的申请增量ꎬ 但对医药专利质量存在负向影响ꎻ 政策对

中标企业专利增量降质影响显著ꎬ 对参标但未中标企业、 其他非企业主体也有间接影响ꎮ
异质性分析表明ꎬ 政策不仅会影响与采购目录相关化学药物类专利ꎬ 而且对医疗器械相

关领域的发明、 医药实用新型专利有溢出效应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 带量集采能够减小医药

研发专利的市场集中度ꎬ 重塑企业主体各类费用结构ꎬ 强化非企业主体的专利技术转让ꎬ
导致医药创新 “以质换量”ꎮ

关键词: 政府采购　 药品集采　 医药创新　 合成控制三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 Ｆ４０７􀆰 ７　 Ｆ２７３􀆰 １　 　 ＪＥＬ 分类号: Ｈ５７　 Ｉ１８　 Ｏ３１

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ꎬ 要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ꎬ 强调 “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ꎬ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ꎮ 目前ꎬ 我国已出台了各项创新引导类、 专利司法

与执法保护类、 贸易自由化类、 人力资本积累类、 管制与资助类产业政策ꎬ 例如 «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等ꎮ 并

且ꎬ 现有研究已对这些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 (寇宗来和刘学悦ꎬ ２０２０ꎻ 吴超鹏和

唐菂ꎬ ２０１６ꎻ 黎文靖和郑曼妮ꎬ ２０１６)ꎬ 发现其出台绝大部分促进了专利产出ꎬ 但也出现

了一些负面情况ꎬ 比如只有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ꎬ 追求 “数量” 胜过 “质量”ꎻ 在实际

操作中偏好策略性创新ꎬ 而非实质性创新 (黎文靖和郑曼妮ꎬ ２０１６)ꎮ 然而ꎬ 构建全面创

新体制机制并不局限于与创新直接相关的供给侧的政策ꎬ 还应考虑政府采购等从需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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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的方式ꎬ 以探究这类工具对于创新质量的影响与外溢效应ꎮ ①

本文以医药领域为例ꎬ 探讨集中带量采购是否可以成为一种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ꎮ
选择医药领域有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医药类专利申请在我国专利数据库中具有重要地位ꎮ
在国际专利分类体系 (ＩＰＣ) 中ꎬ Ａ６１ 代表医学及卫生学类ꎮ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Ｃｈｉ￣
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ＮＩＰＡ) 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末ꎬ Ａ６１ 发

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占比高达 ６􀆰 １％ꎬ 其中代表传统药物、 医用配置品的 Ａ６１Ｋ 小类ꎬ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在所有小类排名第三ꎬ 说明医药领域尤其是传统药物和医

用配制品方向ꎬ 是我国专利活动核心组成成分之一ꎮ 二是中国医疗健康类专利总量在全

球具有战略优势ꎮ 根据 «医疗健康行业 ２０２５ 年专利分析白皮书»ꎬ 中国医疗健康专利申

请量占全球的 ５２􀆰 ４％ꎮ② 三是药品带量集采对医药专利产生了显著影响ꎮ 一方面ꎬ 集采

通过推动市场结构重组、 重塑竞争规则、 倒逼工艺改进促进了创新 (王俊豪和单芬霞ꎬ
２０２５)ꎻ 另一方面ꎬ 若买方的谈判势力过高ꎬ 过度的政府管制可能导致市场扭曲ꎬ 特别是

制药企业可能因为价格压低而减少研发投入ꎬ 影响药品的创新 (朱恒鹏ꎬ ２０１１)ꎮ 由此ꎬ
我们考虑集采政策的整体社会面效应ꎮ

本文同政府采购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密切相关ꎮ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政府采购

主要通过需求牵引、 降低研发不确定性、 缓解预算约束等机制发挥影响 (Ｕｙａｒｒａ 等ꎬ
２０２０ꎻ 孙薇和叶初升ꎬ ２０２３)ꎮ 然而在关于政府采购商品的分类与创新影响的现有结论

中ꎬ 部分文献发现创新类商品采购能促进创新ꎬ 对于基础、 民生保障类常规商品的政府

购买反而会抑制创新 (孙薇和叶初升ꎬ ２０２３ꎻ 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 等ꎬ ２０２０ꎻ 武威和刘玉廷ꎬ
２０２０)ꎮ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目的是实现以量换价ꎬ 降低医保费用支出ꎬ 并非对于创新药

物的定向突破ꎮ 作为政府采购的民生常规商品典型代表和特殊形式③ꎬ 现有文献对其创

新影响的讨论尚有不足ꎮ 当前研究多聚焦上市企业或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指标ꎬ 考察

其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和专利产出是否具有扶持效果ꎬ 缺乏对市场各个创新主体的全局

考量ꎬ 也较少衡量其对于政策所在城市其他主体的作用ꎮ 正如 Ｌｅｍｂｅｒ 等 (２０１１) 发现

的政府采购与城市创新竞争力之间具有预期正相关关系ꎬ 更多高校和研发机构、 个人、
政府等其他研发主体也可能为获得带量采购订单作出研发努力ꎬ 从而对创新活动产生

深远影响ꎮ
现有文献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对创新的影响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初步证据ꎮ 既有研

究主要基于企业层面数据ꎬ 发现政策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Ｇｕ 和 Ｚ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２３ꎻ Ｌｉ 和
Ｘｕꎬ ２０２４ꎻ 唐运舒等ꎬ ２０２３ꎻ Ｃｈｅｎ 等ꎬ ２０２４ꎻ 王俊豪和单芬霞ꎬ ２０２５)ꎮ 基于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医药企业的样本ꎬ Ｇｕ 和 Ｚ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３) 使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

的比率来衡量上市企业的创新水平ꎬ 发现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中国医药企业创新投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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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集中带量采购是政府采购的一种特别形式ꎬ 通过整合需求锁定总量ꎬ 以换取更低的采购价格ꎮ 以医
药领域为例ꎬ 集中带量采购由政府主导组织ꎬ 公立医疗机构作为采购主体ꎬ 联合明确采购数量ꎬ 实
现以量换价ꎬ 解决过去分散采购时二次销售和流通环节费用高导致药价虚高等问题ꎮ ２０１８ 年集中
带量采购政策从 “４＋７” 城市 (即 ４ 个直辖市和 ７ 个副省级城市) 开始试点ꎬ 现今已扩展至全国ꎬ
进入常态化制度阶段ꎮ
参见: «医疗健康行业 ２０２５ 年专利分析白皮书»ꎬ 知识产权出版社ꎬ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ｐｈ􀆰 ｃｎ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２０２６ / ２０２６０１２１ｂ􀆰 ｐｄｆꎮ
首批 “４＋７” 城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更多针对传统药品ꎬ 针对高血压、 心脑血管慢性病的药物 (其
中仿制药占 ２２ 种ꎬ 原研药仅占 ３ 种) 等已然有相对较为成熟的市场ꎮ



度的提升有显著贡献ꎮ Ｌｉ 和 Ｘｕ (２０２４) 进一步利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 １６４ 家医药企业的财

务数据与专利数据ꎬ 使用交错 ＤＩＤ 模型发现中国集中采购政策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ꎬ
减少了医药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ꎬ 提高了创新产出质量ꎬ 影响机制可能包括企业盈利能

力、 增长能力、 经营能力、 偿债能力等方面ꎮ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４) 使用类似数据验证了集中

采购政策对医药企业创新影响显著的观点ꎬ 发现集中采购政策通过增加政府补贴、 企业

利润和营业收入来促进医药企业创新ꎮ 王俊豪和单芬霞 (２０２５) 通过强度双重差分法进

一步解决了企业中选的内生性问题ꎬ 验证了国家集采政策有利于提高医药企业的创新投

入ꎬ 主要通过推动医药行业市场结构重组与竞争战略调整实现ꎮ
然而ꎬ 上述经验证据普遍来自样本量较小、 代表性较为局限的上市公司数据ꎬ 并未

拓展至其他创新主体ꎬ 在外部有效性上有一定欠缺ꎮ 由于未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主

体同样可能受到政策影响ꎬ 仅聚焦微观中标主体难以揭示全面创新ꎮ 同时ꎬ 现有研究通

常使用研发投入、 专利数量等单一指标衡量创新ꎬ 且其构建的评价体系大多聚焦于创新

广度层面ꎬ 而对被引用次数、 获授权比例等创新深度指标关注不足ꎮ
本文利用首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试点政策构建处理组和对照组ꎬ 基于 ２０２４ 年公告的

近五千万条专利数据ꎬ 构造基于专利申请组别层面的面板数据和识别策略ꎬ 将局部效应

推广到社会面净效应ꎮ 本文从专利质量与数量维度探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于创新的效

果ꎬ 并且纳入详细的机制讨论ꎬ 能够为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提供有益借鉴ꎮ
相较于已有文献ꎬ 本文可能具有以下边际贡献ꎮ 第一ꎬ 本文系统探讨和检验了药品带量

集采对全社会医药领域专利数量与质量的效应、 作用渠道和机制ꎮ 本文不仅涵盖了中标

企业的直接效应ꎬ 还包含了参标但未中标企业、 非企业主体的溢出效应ꎬ 从异质性入手

分析试点政策对不同类型与细分领域专利的影响ꎬ 以把握政策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ꎮ
此外ꎬ 本文从作用机制入手考察了研发市场集中度、 企业资金配置、 非企业主体协作创

新三种效应ꎬ 为解开集中带量采购对多主体创新的影响路径 “黑箱” 提供实证证据ꎮ 第

二ꎬ 本文在不同的尺度和范围数据内识别了政策净效应ꎮ 与以往研究中主要集中于产业

层面或者微观企业层面的做法不同ꎬ 本文在研究社会面净效应时基于 “地区—发明人类

型—专利类型—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年份” 组别ꎬ 构建平衡性较好的全国面板数据ꎬ
主体包含范围更加广泛ꎬ 以克服单个企业或个体层面数据在时间跨度、 平衡性、 代表性

上的不足ꎮ 通过医药类专利与非医药类专利的对比ꎬ 展现政策如何影响各类主体创新成

果ꎮ 第三ꎬ 本文采取新颖的手段加强了因果效应识别的可信度ꎮ 本文在存在平行误差的

假设下采用三重差分策略作为基准回归ꎻ 为了评估和应对平行误差假设可能被违背的情

况ꎬ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三重差分与合成控制法结合的做法ꎬ 以最大限度构造事前误差的

相似性ꎬ 从而寻找更干净、 更可比的对照组并获得更可信的因果识别ꎮ 安慰剂检验、 更

换指标、 改变数据细分度等多种策略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ꎮ
此外ꎬ 本文也具备明确的政策价值ꎮ 目前ꎬ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

制度化阶段ꎬ 对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带来的创新效应进行全面评估ꎬ 具有现实意义ꎬ
能够在增进民生福祉、 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 通过分析药

品集中采购政策对创新的影响ꎬ 本文能够为建立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供数据支持ꎬ
也为政策制定者通过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激励创新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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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中国实践

２０１８ 年ꎬ 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ꎬ 负责统筹贯彻集中带量采购药品政策ꎬ 并于同年 １２
月启动了 “４＋７” 城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试点ꎬ 包含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四个

直辖市以及沈阳、 大连、 厦门、 广州、 深圳、 成都、 西安七个城市ꎬ 对应北京市、 上海

市、 天津市、 重庆市、 四川省、 广东省、 福建省、 辽宁省、 陕西省九大省份ꎮ
对于 “４＋７” 集中采购政策ꎬ 国家事先约定药品销售量ꎬ 采取排他性中标形式ꎬ 确

保中标药品优先使用ꎬ 鼓励企业降价竞标ꎮ 首批加入集中采购的中标产品大部分是慢病

领域产品ꎬ 例如苯磺酸氨氯地平等慢性病药物或者抗肿瘤药物ꎮ 据测算ꎬ 首批 １１ 个城市

的药品使用量占全国的 ３０％左右ꎬ ２５ 种中选药品采购费用下降到了 １９ 亿元ꎬ 节约了 ５９
亿元ꎮ① 基于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 (ＣＨＩＲＡ) 的数据ꎬ “４＋７” 政策扩围的 ２５ 个带量采购

品种门诊和住院合计药品费用约为 ４５０ 亿元ꎬ 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５９％ꎬ 价格下降后

药品费用支出减少约 ２７０ 亿元ꎮ②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很快在全国铺开ꎬ 然而对首批试点城市与医药企业带来的影

响仍然是巨大且深远的ꎮ 在 ２５ 个集中采购中选通用名药品中ꎬ 共有 ５４ 家药企的 ２２ 个仿

制药通过药品疗效一致性评价从而参与招投标ꎮ 中标企业共有 １８ 家ꎬ 占比为 ３３􀆰 ３％ꎬ 其

中近一半中标企业的总部设立在 “４＋７” 试点城市或省份ꎬ 还有许多在试点城市中设立

子公司或研发中心ꎮ 总之ꎬ 集中采购在医药领域的鲜活应用为试点地区具有规模优势、
研发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较强的企业扩大规模提供了机会ꎬ 更为城市的创新竞争力注入

了新的血液ꎮ
与此同时ꎬ 在首批实施药品带量采购过程中ꎬ 试点地区通过多维政策工具组合系统

性引导了企业创新行为转型ꎮ 一是在针对仿制药品的一致性评价中提供了众多激励措施ꎬ
包括资金奖励、 搭建平台、 建立审批绿色通道、 给予优先审评资格等ꎮ 例如ꎬ 四川省、
福建省、 北京市和重庆市ꎬ 为申报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搭建临床试验平台、 学研平台ꎬ 对

满足要求的企业提供 ５０ 万至 ３００ 万元的资金奖励ꎬ 并给予技术上的支持ꎮ 政策工具迭代

加速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创新生态系统ꎬ 吸引了生物医药研发项目落户ꎮ 二

是带量采购通过压缩非生产性支出ꎬ 推动了研发资源结构性调整ꎬ 带来了成熟有序的药

品市场与更完善的合同研究组织 (ＣＲＯ) 与合同生产组织 (ＣＭＯ)ꎮ
(二)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探讨了药品带量集采政策与创新的关系ꎮ 部分学者从资源优化配置视角分

析国家集采政策ꎬ 认为集采产生的筛选机制与激励值会淘汰低质量企业ꎬ 为资源整合能

力强的企业提供机会 (唐运舒等ꎬ ２０２３)ꎮ 还有学者从结构行为绩效的角度提出ꎬ 国家集

采政策能够推动医药行业市场结构重组与竞争战略调整ꎬ 进而有利于提高医药企业的创

新能力 (王俊豪和单芬霞ꎬ ２０２５)ꎮ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ꎬ 我们提出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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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三问 “４＋ ７”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ꎬ «中国城市报»ꎬ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４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ｚｇｃｓ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９￣０２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０７９４３􀆰 ｈｔｍꎮ
因篇幅所限ꎬ 本文省略了部分的政策背景与效应ꎬ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科学» 官网论文页面
“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ꎮ



政策对创新产出可能产生的三大机制效应ꎬ 理论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本文的理论框架

１􀆰 研发市场结构效应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影响了研发市场竞争结构ꎮ 带量采购并非孤立政策ꎬ 而是与

药品一致性评价制度紧密结合ꎮ 一致性评价的核心在于确立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质量与

疗效上等效” 的科学与法规基础ꎬ 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原研药通过外围专利、 剂型专利等

构建的延长保护期的专利丛林策略进入壁垒 (Ｚｉｅｄｏｎｉｓꎬ ２００４)ꎬ 从而吸引更多主体进行

研发ꎮ 虽然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１９７６) 假说表明垄断在承担创新风险与享受规模经济方面更具

优势ꎬ 然而市场竞争对创新的影响还存在新古典学派的相反视角ꎮ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０５) 提

出并验证了竞争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ꎬ 即竞争适中的市场结构最有助于创

新ꎮ 过去ꎬ 研发市场专利集中度过高可能会削弱企业研发竞赛的竞争压力ꎬ 导致创新动

力下降ꎻ 现在在药品带量集采政策的预期下ꎬ 原本依靠某些重要专利或药品的封闭式研

发模式难以为继ꎬ 从而催生了新的研发市场竞争生态ꎮ 一方面ꎬ 头部创新者被迫在更多

技术领域进行快速、 分散的专利布局ꎬ 旨在快速抢占新的研发赛道ꎬ 使得专利申请数量

激增ꎻ 但是ꎬ 单个专利的研发深度和影响力ꎬ 即被引用数量下降ꎮ 另一方面ꎬ 对于研发

的跟随者如仿制药类型企业ꎬ 其创新会集中于工艺改进、 剂型优化、 联合用药等微创新

领域ꎬ 这类专利天然具有数量多但被引用有限的特点ꎮ
总之ꎬ 药品带量集采政策能够打破原研药的专利保护壁垒和引发的专利悬崖ꎬ 重塑

竞争规则ꎮ 企业为了适应新规则ꎬ 创新行为从追求深度的壁垒式创新ꎬ 转变为追求广度

和速度的占位式创新ꎮ 我们假设药品带量集采政策能够通过影响研发市场集中度ꎬ 提升

专利的申请数量ꎬ 降低专利的质量ꎮ
２􀆰 企业资金配置效应

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对于中标企业和参标但非中标企业都设定了严苛的生存法则ꎻ 然

而从资源配置上ꎬ 其影响对于中标企业与非中标企业具有异质性ꎮ 在 “４＋７” 试点量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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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 确保使用等政策下ꎬ 中标企业的优势是可以直接占据该药品品类的绝大部分市场ꎬ
且直接结算能够保障带量集采中选医药企业的资金及时回笼 (Ｋｒｉｅｇｅｒ 等ꎬ ２０２２)ꎬ 挤出

国家集采政策前 “高回扣” 销售主导竞争模式的水分 (朱恒鹏ꎬ ２００９)ꎬ 减轻试点城市

医药类中标企业的销售费用负担 (Ｖａｋｒａｔｓａｓ 和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２４)ꎬ 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

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ꎮ 然而ꎬ 当中标企业面临极低价格保证供应的硬约束时ꎬ 其创新

资源也会从不确定性高的长期研发ꎬ 重新配置到确定性更高的短期效率提升ꎬ 体现为研

发费用减少、 管理费用增加ꎮ 一方面ꎬ 企业需要推动流程优化、 工艺改进等创新活动ꎬ
以保证稳定且低价的中标产品产量供应ꎻ 另一方面ꎬ 企业倾向于转向渐进式创新ꎬ 短期

内刺激流程专利申请增加ꎬ 但会因探索式投入减少而牺牲专利质量和长期动态效率

(Ｂｅｒｎｄｔꎬ ２００２)ꎮ
相比之下ꎬ 非中标企业预算紧张ꎬ 面临市场边缘化风险ꎬ 会被迫加大销售和研发投

入ꎬ 一方面加强营销、 渠道建设来争夺集采之外的市场份额ꎬ 挤出本该用于研发的资金ꎻ
另一方面会将研发投入用于防御性创新或微调现有产品ꎬ 以快速争夺非集采份额ꎮ 这种

短视策略虽会推高专利数量ꎬ 但因缺乏深度科学基础ꎬ 转化能力和引用率往往较低

(Ｃｈａｎｄｙ 等ꎬ ２００６)ꎮ 我们假设ꎬ 政策会重塑不同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ꎬ 短期内可能提高

专利数量ꎬ 但同时具有专利质量降低的风险ꎮ
３􀆰 协作创新效应

除医药企业自主创新外ꎬ 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于市场其他创新主体协同的研发行为

也具有重要作用ꎮ 政策导致的成本约束和市场竞争使得企业更倾向于提出明确的技术需

求ꎮ 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据此进行定向研发ꎬ 并通过专利转让、 许可等形式将其成果进

行转化ꎮ 集中采购政策通过整合各方资源ꎬ 优化需求信息流动ꎬ 能够促进企业、 科研机

构、 高校及政府之间的深度合作ꎬ 形成协同创新的良性循环 (Ｋａｌｃｈｅｖａ 和 Ｓｈａｇｕｎꎬ ２０１８ꎻ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Ｐａｓｃａｌｅꎬ ２０２０)ꎮ 例如ꎬ 参与集中采购政策的企业必须通过疗效一致性评价来提

升仿制药的质量ꎬ 这不仅能够推动药企之间的技术交流ꎬ 也可以为研发机构和高校提供

广阔的创新合作空间ꎮ 在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指挥棒下ꎬ 高校、 政府等其他机构和事业

单位产学研用相结合ꎬ 通过技术转让带来的信息交互融通ꎬ 增强知识外溢效应 (Ｐｏｌｉｄｏｒｏ
等ꎬ ２０２２)ꎬ 显著提升了专利的申请数量ꎮ 这一协作创新机制强调ꎬ 在 “产学研用” 更

高的地区ꎬ 知识转移会有更强的效果 (叶伟巍等ꎬ ２０１４)ꎬ 进而会带来专利数量的提升ꎮ
综上ꎬ 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ꎮ
假设 １: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能够提高医药类专利的申请数量ꎮ
假设 ２: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能够降低医药类专利的申请质量ꎮ

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

(一) 样本选择

本文将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的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网站在案的逐年

发明专利申请记录为初始样本ꎬ 并将发明授权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作为辅助研究样本ꎬ
按照如下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 首先ꎬ 考虑到衡量专利质量需要计算三年内被引数ꎬ 故

保留 ２０２１ 年及以前提交申请的专利数据ꎻ 接着ꎬ 与对应年份的国家统计局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进行合并ꎬ 对于统计年鉴缺失的城市数据样本值进行平滑补充处理ꎬ 最终整理

出 ２９８ 个城市ꎬ 形成 “城市—发明人类型—专利类型—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组别ꎮ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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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年份缺失的记录视为无专利申请的年份ꎬ 从而形成强平衡面板数据ꎮ
此外ꎬ 本文手工整理了首批 “４＋７” 药品带量集采政策中标企业和参与竞标但未中

标企业ꎮ 首批 “４＋７” 国家集采中选企业数量 １６ 家ꎬ 扩围中选企业 ４５ 家ꎬ 去除重复中标

的情况共计 ５３ 家ꎬ 同理整理出参与首批集采竞标但未中标的企业 ５１ 家ꎮ 本文运用商业

信息查询工具 “企查查” 搜索目标企业名称ꎬ 手工整理对应的股东信息和对外投资信

息ꎻ 并且访问了部分企业的官方网站ꎬ 在投资者关系或集团介绍板块中确定组织架构ꎬ
补充相关企业名单ꎬ 最终确定 ５３ 家中标企业及其 ２９５ 家关联企业 (包括集团母公司、 子

公司、 代工厂等)ꎬ 以及参与竞标但未中标的 ５１ 家企业及其 ２２９ 家关联企业ꎬ 整理出这

些企业在 “城市—专利类型—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尺度之下的专利指标ꎮ
在机制检验中ꎬ 本文还使用了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中国工商企业退出数据库、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ꎬ 以及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数据库ꎮ
(二) 变量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ꎮ 在数量方面ꎬ 我们采用上述统计尺度内的

专利申请总数作为衡量指标ꎬ 对于城市层面净效应与省份层面净效应采取的是发明专利

申请加总值ꎬ 对于中标企业、 参标未中标、 非企业主体在城市组别尺度下采用的是发明

专利申请平均值ꎻ 在质量方面ꎬ 我们选用上述统计尺度内该组别专利三年内被引数的均

值 (被引总数除以专利总数) 作为主要衡量指标ꎬ 并选取一系列相关指标ꎬ 包括上述统

计尺度内的平均专利分类号数量、 平均前引数、 平均发明人数量、 授权成功率ꎮ 表 １ 展

示了主回归城市组别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ꎮ①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　 值 方　 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利申请总数 (个) ２􀆰 ３３ ３７􀆰 ８７ ０􀆰 ００ ２８ ５８３􀆰 ００
平均三年内被引数 (次) ０􀆰 ０４ ０􀆰 ３１ ０􀆰 ００ １０２􀆰 ００

是否为处理组 (是＝ １ꎬ 否＝ ０) ０􀆰 ０６ ０􀆰 ２４ ０􀆰 ００ １􀆰 ００
是否为政策后 (是＝ １ꎬ 否＝ ０) ０􀆰 １５ ０􀆰 ３６ ０􀆰 ００ １􀆰 ００
是否为医药类 (是＝ １ꎬ 否＝ ０) ０􀆰 ０３ ０􀆰 １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４８０􀆰 ４６ ３５０􀆰 ５８ ０􀆰 ０４ ３ ４１６􀆰 ００
地区生产总值 (百亿元) ２３􀆰 ２３ ３９􀆰 ６９ ０􀆰 ００ ４３２􀆰 １５
公共财政收入 (百亿元) ２􀆰 ２９ ６􀆰 ０４ ０􀆰 ０１ ７７􀆰 ７２
公共财政支出 (百亿元) ３􀆰 ５４ ７􀆰 ２２ ０􀆰 ０３ ８４􀆰 ３１
科学技术支出 (百亿元) ０􀆰 １２ ０􀆰 ４１ ０􀆰 ００ ５􀆰 ５５

教育支出 (百亿元) ０􀆰 ５７ １􀆰 ０４ ０􀆰 ００ １１􀆰 ４８
工业企业数 (千个) １􀆰 ４６ ２􀆰 ００ ０􀆰 ００ １８􀆰 ７９

医院数 (千个)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００ ３􀆰 ０５
医院床位数 (千个) １９􀆰 ０１ １９􀆰 ７７ ０􀆰 ００ １７８􀆰 ２２

医生数 (千个) １０􀆰 ４１ １１􀆰 ５８ ０􀆰 ００ １１８􀆰 ５４
注: 以上数据为城市逐年发明申请专利面板数据 (样本量 ４ １９６ ５０２)ꎬ 由作者手工整理ꎮ

(三) 模型构建

根据国家专利局 ＩＰＣ 分类号 ２０２２ 年版ꎬ 本文将处理组设为医学与卫生学及其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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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变量在省级层面的描述性统计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论文页面 “附录与扩展”ꎮ



所有下属小类下的专利 (ＩＰＣ 前三位分类号为 Ａ６１)ꎬ 其中与带量集采政策最直接相关的

子类别是 Ａ６１Ｋ (医药或医疗用途的配制物)ꎬ 也是药物专利核心小类ꎮ 本文的对照组采

取了两种构建方法: 在基准回归中ꎬ 将 ＩＰＣ 前三位分类号非 Ａ６１ 的所有 (非医药类) 专

利作为对照组ꎻ 为了进一步精炼和选取更干净的对照组ꎬ 我们将与医药类潜在相关的专

利类别剔除ꎮ
双重差分 (ＤＩＤ) 是常用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ꎬ 通过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前

后的变化识别政策影响ꎮ 然而ꎬ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主要针对医药行业主体ꎬ 若将试点地

区参与专利申请的医药主体设为处理组ꎬ 而将试点地区非医药主体或非试点地区主体设

为对照组ꎬ 可能难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这是因为医药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创新活动原本

就可能随时间呈现不同变动ꎬ 且在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分布并非随机ꎮ 基于此ꎬ 本文借

鉴 Ｃａｏ 等 (２０２４) 的思路ꎬ 利用政策试点在各地区的时间差构建三重差分 (ＤＤＤ) 模

型①ꎬ 以识别政策的影响:
Ｙｉｔ ＝ γ１Ｔｒｅａｔｉ ×Ｐｏｓｔｔ × Ｍｅｄｉ ＋ γ２Ｔｒｅａｔｉ × Ｍｅｄｉ ＋ γ３Ｐｏｓｔｔ × Ｍｅｄｉ

＋ γ４Ｔｒｅａｔｉ ×Ｐｏｓｔｔ ＋ γ５Ｔｒｅａｔｉ ＋ γ６Ｐｏｓｔｔ ＋ γ７Ｍｅｄｉ ＋ Ｘ′ｉｔβ ＋ εｉｔ

(１)

其中ꎬ ｉ 表示一个 “地区—发明人类型—专利类型—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组合ꎬ ｔ
表示一个具体年份ꎻ Ｙｉｔ 是我们关注的因变量ꎬ Ｔｒｅａｔｉ、 Ｐｏｓｔｔ 和 Ｍｅｄｉ 分别是处理组、 试点

政策后及医药类的指示变量 (即 ＩＰＣ 分类号前三位是否为 Ａ６１)ꎻ γ１ 是核心系数ꎬ 表示

药品带量集采试点政策发生前后ꎬ 统计尺度内专利数量 (或质量) 相较于非医药类在试

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差异ꎮ Ｘ ｉｔ 是包含一系列具有实质性解释能力的控制变量的向量ꎬ
能够减少残差ꎬ 从而提高估计精确度ꎻ 此外ꎬ 包括控制变量可以解释组间构成差异ꎬ 使

基于平行趋势假设的因果识别更可信ꎮ 如果存在一些基于可观察特征对试点地区进行选

择的问题ꎬ 本文所控制的特征变量可以对此进行缓解ꎮ εｉｔ 为扰动项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尽管 ＤＤＤ 是两个 ＤＩＤ 之间的差值ꎬ 但它不需要两个平行趋势假设ꎬ

而是只需要满足一个平行误差假设ꎬ 就能够让估计结果揭示因果效应 (Ｏｌｄｅｎ 和 Ｍøｅｎꎬ
２０２２)ꎮ 它只要求 “医药类创新和非医药类创新在试点地区下的相对差异” 与 “医药类

创新和非医药类创新在非试点地区中的相对差异”ꎬ 在政策发生前有相同的趋势ꎮ 为了评

估该平行误差ꎬ 可以考虑的办法是对 ＤＤＤ 进行降维ꎬ 将其转化为差分的 ＤＩＤ 后ꎬ 使用事

件分析法考察事前趋势ꎮ
ＤＤＤ 考虑了三个维度———专利申请所在地是否在试点地区 (Ｔｒｅａｔ)、 专利申请时间

点是否在政策实施后 (Ｐｏｓｔ)、 专利是否属于医药领域 (Ｍｅｄ)ꎮ 三重差分的实质是通过比

较这三个维度两两组合产生的八个状态下如专利申请量结果变量的均值差异来得到核心

交乘项 Ｔｒｅａｔ×Ｍｅｄ×Ｐｏｓｔ 的因果效应ꎮ 如图 ２ 所示ꎬ 通过折叠其中一个维度ꎬ 将原始数据

转换为 “与该维度下对照组的差值”ꎬ 以 “医药 /非医药(Ｍｅｄ ＝ １ / ０)”为差分轴ꎬ 将医药

行业和非医药行业之间的差值作为新的因变量ꎬ 就可以采用双重差分法的思路对新变量

进行分析ꎮ②

７９

①

②

在实际回归中ꎬ 我们引入组别固定效应 θｉ 和年份固定效应 φｔꎬ 因此式 (１) 应写为:
Ｙｉｔ ＝γ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Ｍｅｄｉ＋γ２Ｐｏｓｔｔ×Ｍｅｄｉ＋γ３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γ４Ｘ′ｉｔβ＋θｉ＋φｔ＋εｉｔ

详细推导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ꎮ



图 ２　 将三重差分降维为 “差分的双重差分” 的思路

进一步地ꎬ 我们采用 Ａｒｋｈａｎｇｅｌｓｋｙ 等 (２０２１) 的合成控制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以加

强事前趋势的平行ꎬ 从而提高因果推断的可信度ꎮ 这也是 Ｚ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４) 提出的合成控

制降维三重差分法ꎬ 优点是可以减少维度交叉以简化解释ꎬ 更易检验事前趋势ꎬ 对照组

选取更稳健ꎮ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我们将集采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类主体在首批 “４＋７” 试点城市及扩围地区中

的专利申请行为作为指标ꎬ 包括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 发明专利平均三年内被引用数量ꎬ
分成三大组别进行回归: 第一组探讨直接效应ꎬ 识别出首批中标企业 ５３ 家ꎬ 并延展至关

联企业 ２９５ 家 (包括代工厂、 集团母公司、 集团子公司等)ꎻ 第二组探讨间接效应ꎬ 识别

出参与竞标但未中标的企业数量 ５１ 家ꎬ 延展至关联企业 ２２９ 家ꎻ 第三组讨论更广泛的间

接效应ꎬ 由于药品集采政策可能会对高校、 政府机构等有影响ꎬ 将城市组别中所有非企

业主体的专利申请行为作为处理组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相较于非试点城市ꎬ 开展首批药品带量集采政策试点城市中标企业的

医药类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平均增加 ０􀆰 １２２ 个ꎬ 提升约 ２５􀆰 ５％ꎬ 约为 ０􀆰 １１１ 个专利平均总

量的标准差ꎮ 同时发现ꎬ 参与集采竞标但未中标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提升了 ０􀆰 ０９４
个ꎬ 提升约 １９􀆰 ７％ꎮ 除了集采中标直接相关的企业ꎬ 集采政策后非企业主体在试点地区

的医药专利申请数量同样得到了提升ꎬ 增加了 ０􀆰 １２０ 个专利平均总量ꎬ 提升约 ２５􀆰 １％ꎮ
然而ꎬ 从创新质量提升来看ꎬ 中标企业在政策后试点城市的医药类专利申请组别被引用

数量相较于非医药类组别更低ꎬ 组别的平均三年内被引次数降低了 ０􀆰 ０３１ 次ꎬ 降低程度

为医药类组别平均引用值的 ６３􀆰 ３％ꎬ 约为 ０􀆰 １２６ 个标准差ꎮ 参标但未中标企业的平均三

年被引次数降低了 ０􀆰 ０３２ 次ꎬ 降低程度为 ６５􀆰 ３％ꎻ 非企业主体的平均三年被引次数降低

了 ０􀆰 ０２７ 次ꎬ 约为平均值的 ５５􀆰 １％ꎮ 总体而言ꎬ 集采政策对中标企业的直接效应明显ꎬ
对参标但未中标企业、 非企业主体有广泛的间接效应ꎬ 表明 “以质换量” 在社会面存在

一定程度的蔓延ꎮ

８９



表 ２　 带量集采试点政策对医药类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与被引用数量的影响

中标企业 参标未中标企业 非企业主体

申请数量
(１)

被引量
(２)

申请数量
(３)

被引量
(４)

申请数量
(５)

被引量
(６)

ＤＤＤ
０􀆰 １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２∗∗∗ ０􀆰 １２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９)
因变量均值 ０􀆰 ４７９ ０􀆰 ０４９ ０􀆰 ４７８ ０􀆰 ０４９ ０􀆰 ４７９ ０􀆰 ０４９

因变量标准差 １􀆰 ０９９ ０􀆰 ２４６ １􀆰 ０９７ ０􀆰 ２４６ １􀆰 ０９８ ０􀆰 ２４６
观测数 ４ １９４ １９２ ４ １９４ １９２ ４ １９４ ２３４ ４ １９４ ２３４ ４ １９４ ０４５ ４ １９４ ０４５

注: 聚类到 “城市—发明人类型—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ꎬ 即组别均值层面ꎻ 括号内为组别聚类稳
健标准误ꎬ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组别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ꎻ 因变量均值和标准差为政策
后医药类的专利申请总数与被引用数量的均值和标准差ꎻ ∗∗∗、 ∗∗、 ∗分别代表在 １％、 ５％、 １０％的
水平上显著ꎻ 后同ꎮ

为了从更宏观的层面考察政策对整体创新格局的净效应ꎬ 表 ３ 汇报了基于城市专利

组别的加总回归结果ꎮ 第 (１)、 (２) 列中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平均三年被引用数量的

ＤＤＤ 系数分别为 １０􀆰 ３９６ 和－０􀆰 ０２３ 且均在统计上显著ꎬ 表明在排除了时间趋势、 组别固

有特性等混杂因素后ꎬ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为试点地区医药创新组别的申请总量带来

了正向影响ꎬ 但专利平均影响力出现了显著下降ꎮ 第 (３)、 (４) 列则基于合成控制降维

三重差分法ꎬ 不仅通过个体权重最小化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前的结果变量差异ꎬ 还通

过时间权重找到与政策后处理期相似的政策前处理期ꎬ 以此为每一个组别 (试点地区医

药类与非医药类降维组别差) 构建了一个各方面高度相似的合成替身ꎬ 拉平受到如物理、
信息类等其他专利组别相关政策的影响ꎬ 使得政策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更能归因于

药品集采政策ꎮ 与三重差分法估计结果相近ꎬ 申请数量和被引用数量的系数分别为 ９􀆰 ２９４
和－０􀆰 ０１７ꎮ 由此ꎬ 假说 １ 与假说 ２ 得到支持ꎬ 药品带量集采政策能够提高医药类专利的

数量ꎬ 但会降低医药类专利质量ꎮ 因此ꎬ 带量集采政策在激励更多专利申请的同时ꎬ 可

能会导致创新质量的结构性下滑ꎮ

表 ３　 带量集采试点政策城市净效应估计

三重差分估计 合成控制降维三重差分估计

申请数量
(１)

被引总量
(２)

申请数量
(３)

被引总量
(４)

ＤＤＤ
１０􀆰 ３９６∗∗∗ －０􀆰 ０２３∗∗∗ ９􀆰 ２９４∗∗∗ －０􀆰 ０１７∗∗

(３􀆰 ５５９) (０􀆰 ００８) (１􀆰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因变量均值 ７􀆰 ９９７ ０􀆰 ０５０ ３􀆰 ６６２ －０􀆰 ００１

因变量标准差 ４１􀆰 ４１７ ０􀆰 ２５０ ４１􀆰 ６８２ ０􀆰 ２２７
观测数 ４ １９６ ５０２ ４ １９６ ５０２ １２０ ４５６ １２０ ４５６

注: 第 (１)、 (２) 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ꎬ 因变量均值和标准差为政策后医药类的专利申请
总数与被引用数量的均值和标准差ꎻ 第 (３)、 (４) 列括号内为 Ｐｌａｃｅｂｏ 标准误ꎬ 因变量均值和标准差为
政策后医药行业专利减去非医药行业专利的差值的均值和标准差ꎮ

(二) 事前趋势检验

参照现有文献思路 (Ｏｌｄｅｎ 和 Ｍøｅｎꎬ ２０２２)ꎬ 本文降维转化成差分后的双重差分法ꎬ
并利用事件分析法考察事前趋势ꎬ 如式 (２) 所示ꎮ

ＰａｔｅｎｔＤｉｆｆｉｔ ＝ β０ ＋ 􀰐
ｋ≠２０１７

βｋＤ ｊꎬ ｋ ＋ μｔ ＋ θｉ ＋ εｉｔ (２)

９９



其中ꎬ ＰａｔｅｎｔＤｉｆｆｉｔ 是在控制变量下医药类与非医药类专利条件均值的差分ꎬ 参与降维

三重差分的事前趋势检验的样本集限定为医药类赛道ꎮ Ｄ ｊꎬｋ 表示是否是试点城市和一系

列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ꎬ μ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ꎬ θｉ 表示控制了组别个体固定效应ꎬ εｉｔ

为扰动项ꎮ
我们将不同处理组别药品带量集采政策对于 “医药类相较非医药类专利的差值” 影

响进行分解ꎬ 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第一行展示了城市加总的 “医药相较非医药发明专利”
申请数量差分值ꎬ 第二行展示了 “医药相较非医药发明专利” 被引用数量差分值ꎮ

图 ３　 事前趋势检验

注: 第一列反映带量集采试点政策对医药类发明专利相对于非医药类发明专利的条件均值差的动
态影响ꎬ 即在去除控制变量的影响后ꎬ 展示试点与非试点城市间在专利申请数和被引数组别均值差的
差距如何随时间变化ꎻ 其中ꎬ 空心点代表估计系数ꎬ 框线表示其 ９５％水平的置信区间ꎬ 政策前一年的
效应标准化为 ０ꎮ 第二列反映每个组别的平均处理效应及其在合成控制之中的权重ꎬ 实心圆点的大小表
示赋予权重的高低ꎬ 叉号代表该组别的权重为 ０ꎮ 第三列反映加权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相应变量组别均
值差上的时间趋势ꎮ

第一列三重差分法的申请总数动态效应在政策前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区别于 ０ꎬ 表明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未拒绝事前趋势检验ꎮ 第二列合成控制降维三重差分法的事前趋势检

验展示了申请数量差分值和被引用数量差分值如何基于政策处理前期间的全覆盖计算得

到最佳权重ꎮ 此权重在构建对照组时ꎬ 确保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干预前有着相似的趋

势ꎬ 不包含任何关键变量的缺失值ꎬ 从而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比较的公平性ꎮ 第三列则

显示使用了合成控制降维三重差分法能够较好地保证申请数量和被引用数量的前期事前

趋势的平行ꎬ 表明回归结果具有可信度ꎬ 为带量集采政策能够促进发明创造申请数量提

升但降低专利被引用数量提供了可靠的证据ꎮ①

００１

① 分主体事前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ꎮ



(三) 随机化推断

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ꎬ 本文利用真实的医药类与非医药类申请数与被引数作差

降维ꎬ 参考陈强等 (２０２５) 编写的 Ｓｔａｔａ 命令ꎬ 同时抽取 “伪处理时间” 与 “伪处理组

别”ꎬ 进行标准 ＤＩＤ 估计并重复 ５００ 次ꎬ 实现 “伪时空” 混合安慰剂检验ꎬ 结果如图 ４
所示ꎮ 真实处理效应估计值远离伪处理核密度曲线ꎬ 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宏观因素如经

济变化、 科技浪潮、 专利制度环境改变等导致的专利申请组别共同趋势的影响ꎮ

图 ４　 降维三重差分法安慰剂核密度图检验

　 　

注: 垂直实线表示真实处理效应估计值ꎬ 垂直虚线为零点值ꎬ 有弧度的实线刻画了伪处理效应分
布的核密度曲线ꎬ 灰色方块展现了伪处理效应和密度对应的直方图ꎮ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聚类到省级组别层面ꎮ 考虑到首批试点包含四个直辖市ꎬ 在行政规划上属于省

份层面ꎬ 我们将专利申请组别聚类到 ３１ 个省份及直辖市ꎮ 综合考虑 ２０１９ 年底新冠疫情

对医疗领域的冲击ꎬ 以及医药领域研发活动的时间滞后性ꎬ 本文使用包含 ２０２１ 年的等差

四年年份间隔的省份数据进行回归ꎬ 结果如表 ４ 第 (１) 列所示ꎮ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省

份净效应系数为 １７􀆰 ４２２ꎬ 被引用数量降低 ０􀆰 ２１１ꎬ 解释了 ３１􀆰 ７％的政策后试点省份医药

类专利申请组别数量的增长与 １􀆰 ２％的专利质量下降ꎮ
(２) 更换因变量为对数形式ꎮ 我们将因变量从申请总数和被引用数量改换为对数值ꎬ

结果如表 ４ 第 (２) 列所示ꎮ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使得医药发明申请数量平均提升了

１８􀆰 ７％ꎬ 且并未显著提升医药类专利的被引用数量ꎬ 未更改药品带量集采政策对发明专

利增量降质的结论ꎮ
(３) 精炼对照组行业组别ꎮ ２０１９ 年底爆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巨大冲击ꎬ 医

药市场对新冠疫苗、 特效药、 检测试剂的大量需求促使相关组别专利创新投入ꎬ 检测与

诊断方法部材料分析 (Ｇ０１Ｎ)、 化学与生物技术部类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突变及基因

工程项目及诊断试剂 (Ｃ１２∗)、 有机化学 (Ｃ０７∗)、 高分子 (Ｃ０８∗) 不再适宜作为对

照组ꎮ 将涉及生化专利组别对照组排除后的结果如表 ４ 第 (３) 列所示ꎮ 结果发现ꎬ 专利

申请数量的效应略低于基准回归ꎬ 三年内被引总数的负面影响更轻微ꎮ 这一分析表明排

除了其他医药领域事件冲击后ꎬ 集采政策对于医药创新活动影响依然显著ꎮ
(４) 更换衡量专利质量的指标ꎮ 除了平均三年内被引用次数外ꎬ 本文还考虑了其他

作为衡量专利质量的代理指标ꎬ 包括专利分类号数量、 发明人数量、 平均前引总数、 发

明申请专利获得授权的概率ꎮ 采用其他代理指标的结果如表 ４ 第 (４)、(５) 列所示ꎮ 集

采导致专利分类号数量减少ꎬ 可能反映药品集采政策使得企业在有限的创新领域内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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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而不是推动新兴交叉领域的突破ꎬ 削弱专利的跨界技术含量ꎮ 发明人数量也出现了

明显下降ꎬ 独立研发可能导致创新方向的收窄ꎬ 进而影响了专利质量提升ꎮ 前引总数同

样出现了显著下降ꎬ 可能由于申请人没有对于现有技术进行充分的技术检索ꎬ 未能充分

建立与现有技术的联系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专利数量 省份净效应 对 数 更换对照组 分类号数量 发明人数量

处理效应
１７􀆰 ４２２∗ ０􀆰 １８７∗∗∗ １０􀆰 ２３６∗∗∗ －０􀆰 １２８∗∗∗ －０􀆰 ２０７∗∗∗

(９􀆰 ０８１) (０􀆰 ０３４) (３􀆰 ６４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３)
因变量均值 ５４􀆰 ９２２ ０􀆰 ８８２ ７􀆰 ９９７ ０􀆰 １４０ ０􀆰 １０４

因变量标准差 １５５􀆰 ４６３ １􀆰 ２２０ ４１􀆰 ４１７ １􀆰 ０９０ １􀆰 ４０５
观测数 ４０１ ５９２ ４ １９６ ５０２ ３ ９５３ ９２５ １２０ ４５６ １２０ ４５６

被引用数量 省份净效应 对 数 更换对照组 前引总数 授权成功率

处理效应
－０􀆰 ２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８∗∗ －０􀆰 １３５∗∗∗ －０􀆰 ０１６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２)

因变量均值 １􀆰 ８６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２
因变量标准差 ２􀆰 ５５０ ０􀆰 １４３ ０􀆰 ２５０ １􀆰 ４００ ０􀆰 ２４６

观测数 ４０１ ５９２ ４ １９６ ５０２ ３ ９５３ ９２５ １２０ ４５６ １３ ９６０
注: 第 (１) — (３) 列使用三重差分法ꎬ 第 (１) 列聚类到 “省份—发明人类型—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

位数” 层面ꎬ 第 (２)、 (３) 列聚类到 “城市—发明人类型—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层面ꎻ 括号内为聚
类稳健标准误ꎻ 第 (４)、 (５) 列基于合成控制降维三重差分法ꎬ 括号内为安慰剂 (Ｐｌａｃｅｂｏ) 标准误ꎮ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异质性分析

我们进一步考察专利申请组别中其他性质专利 (如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专利) 申

请①数量及其被引数ꎬ 并与发明申请的数量与被引数进行比较ꎮ 表 ５ 的回归结果表明ꎬ
从含金量更高的发明授权专利类别上看ꎬ 发明授权专利数量仅提升了约 １􀆰 ５ 件ꎬ 平均三

年内被引用次数没有显著影响ꎻ 应用更广泛的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专利数量提升约 ９􀆰 ３
件ꎬ 组别的平均三年内被引次数降低了 ０􀆰 ０２３ 次ꎮ 这一结果表明ꎬ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

医药组别中其他性质专利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ꎬ 并且经过授权的筛选ꎬ 其 “以质换

量” 的效应得到一定的缓解ꎬ 但这种效应对实用新型专利同样起作用ꎬ 总体仍然呈现数

量扩张快于质量提升的特征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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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能形成最终药品的发明专利ꎬ 还纳入实用新型专利以考虑对技术类专利的溢出
效应ꎮ 虽然实用新型专利不能直接创造药物ꎬ 但是可以用于药物制剂的改进、 生产工艺的创新、 设
备器械的优化ꎬ 对医药行业也会产生积极影响ꎮ
虽然药品带量集采试点在不到一年后推广到全国 ３１ 个省份ꎬ 然而我们仍然从数据结论中得出提前
一年试点产生的合力为试点省份医药类专利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关键窗口期ꎬ 对于创新具有正向作
用ꎮ 当然现在也有一批文献在讨论中国的试点政策是容易体现出效应的ꎬ ９０％以上的实验呈现正向
选择效应ꎬ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容易成为试点城市ꎬ 存在正向偏误 (Ｗ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ꎬ ２０２５)ꎮ 即
便效应的绝对值被放大了ꎬ 然而方向依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表 ５　 不同种类专利受药品带量集采试点政策的影响

发明申请 发明授权 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

申请数量
(１)

被引量
(２)

申请数量
(３)

被引量
(４)

申请数量
(５)

被引量
(６)

ＤＤＤ １０􀆰 ３９６∗∗∗ －０􀆰 ０２３∗∗∗ １􀆰 ５３４∗ ０􀆰 ０００ ９􀆰 ３０９∗∗∗ －０􀆰 ０２３∗∗∗

(３􀆰 ５５９) (０􀆰 ００８) (０􀆰 ８３０) (０􀆰 ００１) (２􀆰 ０３６) (０􀆰 ００５)

因变量均值 ７􀆰 ９９７ ０􀆰 ０５０ １􀆰 ７２４ ０􀆰 ００３ ７􀆰 ８００ ０􀆰 ０３１

因变量标准差 ４１􀆰 ４１７ ０􀆰 ２５０ １０􀆰 ５０５ ０􀆰 ０３８ ３５􀆰 ７２２ ０􀆰 １８６

观测数 ４ １９６ ５０２ ４ １９６ ５０２ ２ ８８６ ８７１ ２ ８８６ ８７１ ８ ５３３ ６４０ ８ ５３３ ６４０

带量集采政策对不同医药细分领域专利具有异质性ꎮ 表 ６ 结果显示ꎬ 在以 Ａ６１Ｋ 化

学配置品为代表的主流医药类中ꎬ 从数量的角度试点城市专利组别总量提升了约 ６１􀆰 ５
件ꎬ 在被引用数量上没有显著影响作用ꎮ 不仅如此ꎬ 对于非化学配置品的医药类其他组

别ꎬ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也表现出一定的溢出效应ꎮ 例如ꎬ 在 Ａ６１Ｂ 诊断、 外科、 鉴定小

类内发现了仅次于传统化药的专利数量提升作用ꎬ 平均增加约 ５６􀆰 ５ 个专利ꎮ 潜在原因

是ꎬ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通常会导致药品价格的下降和使用量的增加ꎬ 从而促进了医疗机

构对高效、 低成本医疗技术和设备的需求ꎬ 促使医疗器械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创新ꎬ 尤其

是与药物使用、 治疗方法相关的创新ꎮ 这直接推动了 Ａ６１Ｂ 类相关技术 (如医疗设备、
手术器械、 诊断设备) 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ꎮ Ａ６１Ｊ 类专用于医学与医药目的的容器并未

直接受益于药品带量采购政策ꎬ 在专利数量上下降了约 ８􀆰 １ 件ꎬ 平均被引用数量减少了

０􀆰 ０４５ 次ꎮ 这是因为其创新通常侧重于提高使用便捷性、 降低成本或增加可靠性等方向ꎬ
而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主要着眼于药品的流通、 供应和使用ꎬ 在创新目标和市场需求上存

在一定错位ꎬ 药品集采政策未必能够直接引导和激励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或创新ꎮ 在所

有非化学药类的专利申请组别中ꎬ 被引用数量显著下降 ０􀆰 ０２４ 次ꎬ 表明药品带量集采政

策对于非化学药物类别带来了更多不利的影响ꎮ

表 ６　 不同医药细分领域专利受药品带量集采试点政策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专利数量 Ａ６１Ｋ Ａ６１Ｂ Ａ６１Ｊ 非 Ａ６１Ｋ

ＤＤＤ ６１􀆰 ４９５∗∗∗ ５６􀆰 ５１７∗∗ －８􀆰 １２１∗∗∗ ４􀆰 ８９９

(１９􀆰 ８３９) (２２􀆰 ４３２) (１􀆰 ３７９) (３􀆰 ０７７)

因变量均值 ２３􀆰 ９５６ １７􀆰 ２５６ １􀆰 ５３６ ５􀆰 ６５３

因变量标准差 ８５􀆰 ８４５ ７１􀆰 ３６５ ３􀆰 ９１３ ２９􀆰 ０２１

观测数 ４ ０８３ １０５ ４ ０８１ ３０７ ４ ０７７ ０９４ ４ １７９ ９９３

被引用数量 Ａ６１Ｋ Ａ６１Ｂ Ａ６１Ｊ 非 Ａ６１Ｋ

ＤＤ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９)

因变量均值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２

因变量标准差 ０􀆰 １６８ ０􀆰 ２３６ ０􀆰 １７５ ０􀆰 ２５９

观测数 ４ ０８３ １０５ ４ ０８１ ３０７ ４ ０７７ ０９４ ４ １７９ ９９３
注: 本表的结果基于三重差分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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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机制讨论

１􀆰 市场结构效应

参考 Ｙｕ 等 (２０２３) 的思路ꎬ 我们使用中介效应与 ＤＤＤ 相结合的思路验证市场机制ꎬ
选取发明申请专利市场集中度作为中介效应变量ꎬ 即某城市—ＩＰＣ 四分位号组别中ꎬ 发

明申请数量占前四的主体的申请总量占该组别的申请总量的百分比 (ＣＲ４)ꎬ 再将中介变

量与 ＤＩＤ 交乘项一起放入回归项中ꎬ 监测其对于因变量的影响ꎮ①

如表 ７ 第 (１) 列所示ꎬ 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于试点医药行业专利申请市场集中度具

有负向抑制作用ꎬ 导致研发组别集中度降低 ６􀆰 ９％ꎮ 表 ７ 第 (２) 列 ＣＲ４ 系数为负ꎬ 表明

研发市场集中度降低对专利数量具有正向影响ꎬ 对专利质量有负向抑制作用ꎮ 可能原因

是ꎬ 如果专利过度集中在头部企业ꎬ 会出现专利防御丛林ꎬ 即相互交织的专利权形成密

集网络ꎬ 后研发者需突破多重专利障碍才能实现新管线商业化ꎮ 与此同时ꎬ 医药类研发

本身是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ꎬ 在竞争度较强的环境下容易懈怠不再创新ꎬ 这与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０５) 提出的竞争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结论一致ꎬ 表明带量集采政策推动

市场结构进入了适度竞争的区间ꎮ 创新资源从专注于少量关键性专利赛道领域ꎬ 转而向

着更广泛的治疗领域和前沿技术外溢ꎮ 第 (２)、 (３) 列说明ꎬ 市场集中度降低会带来研

发市场专利数量的提升和被引用数量的下降ꎮ 结合基准回归中提到的高校等其他主体对

于试点区域医药类专利的贡献ꎬ 可以发现政策使得研发市场集中度下降ꎬ 新专利申请进

入者空间广泛ꎮ 带量集采政策能够重塑专利市场竞争格局ꎬ 一致性评价打破对原研药专

利的保护ꎬ 转变成参与者更多、 组别更分散的均衡创新生态ꎮ 这种结构性的转变ꎬ 最终

在宏观层面呈现一种典型的以量换质的专利现象ꎬ 专利申请总数因广泛的专利赛跑而上

升ꎬ 专利平均质量因研发资源的分散与创新深度的浅化而系统性下降ꎮ 这深刻反映了在

药品带量集采政策的强力干预下ꎬ 医药类专利从质量竞争转向速度与范围竞争的战略

转型ꎮ

表 ７　 药品带量集采政策通过市场集中度影响专利数量与质量

城市净效应
ＣＲ４

(１)
专利数量

(２)
被引用数量

(３)

ＤＤＤ
－０􀆰 ０６９∗∗∗ ３５􀆰 ８５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０) (１３􀆰 ２６９) (０􀆰 ００８)

ＣＲ４
－３􀆰 １１３∗∗∗ ０􀆰 １４６∗∗∗

(０􀆰 ２３２) (０􀆰 ００１)
观测总数 ２ ３５８ ６００ ２ ３５８ ６００ ２ ３５８ ６００

因变量均值 ０􀆰 ５２１ １８􀆰 ２２６ ０􀆰 ０４９
因变量标准差 ０􀆰 ４５０ ８７􀆰 ２５０ ０􀆰 ２０９

注: 本表的结果基于中介效应 ＤＤＤ 方法ꎻ 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ꎬ 聚类到 “城市—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
位数” 层面ꎬ 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逐年发明申请专利数据ꎮ

２􀆰 企业资金配置效应

中标企业和参与竞标但未中标企业主体在集采政策下ꎬ 各类费用的变化存在异质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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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专利申请情况ꎮ 我们清洗出所有企业主体在 ＩＰＣ 分类号层面的专利申请与被引用情

况ꎬ 接着将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税调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匹配ꎬ 采用研发费用、 销售费用和

管理费用的对数形式进行回归ꎮ 研究设计使用三重差分法ꎬ 对企业专利类别是否属于医

药类、 企业专利申请地是否位于试点城市、 政策前后进行划分ꎬ 在讨论中标企业作为处

理组时ꎬ 将试点地区政策后的参与竞标但未中标企业从样本中剔除ꎬ 反之亦然ꎮ
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ꎬ 从第 (１)—(３) 列可以看出中标企业在研发费用上的投入显著减

少ꎬ 而在管理费用上有显著提升ꎬ 销售费用方面没有统计显著性ꎮ 第 (４)—(６) 列中参

与竞标但没有中标的企业则在研发费用上显著提升ꎬ 在销售费用上增长显著ꎬ 在管理费

用上无明显变化ꎮ 两类企业、 两类不同的资源配置策略ꎬ 共同导致专利数量提升和质量

下降ꎮ 中标企业在集采后获得了巨大且稳定的市场份额ꎬ 但需要以极低的价格保证供应ꎮ
其创新导向由此改变ꎬ 企业不再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高风险、 前沿性的探索式创新ꎬ
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如何降低成本、 优化生产工艺、 稳定供应链上ꎮ 这正是管理费用激增

的原因ꎬ 内部协调、 生产线改造、 工艺优化等管理活动变得更加重要ꎮ 在这种压力下ꎬ
企业产生的专利更可能是流程创新、 工艺改进等专利ꎮ 这类专利对于企业自身降低成本

至关重要ꎬ 因此企业会积极申请ꎬ 从而推高专利申请数量ꎮ 然而ꎬ 研发投入的降低使得

专利质量和影响力有限ꎬ 平均被引用次数会出现下降ꎮ 参与竞标但未中标企业可能会面

临生存危机ꎮ 企业被迫在短期内加大研发ꎬ 试图快速推出新产品ꎬ 但是这种研发可能是

短视和防御性的ꎬ 比如倾向于进行微小的模仿式创新ꎮ 这同样会推高专利申请数量ꎬ 但

可能因为缺乏科学价值和技术影响力ꎬ 被引用的可能性也较低ꎮ 参标但未中标企业销售

费用的显著增长ꎬ 表明其正在通过加强营销、 渠道建设来争夺集采之外的市场份额ꎮ 这

部分费用会挤占本可用于更高质量、 更深入研发的资源ꎬ 进一步削弱了企业进行突破性

创新的能力ꎮ

表 ８　 药品带量集采对税调企业各类费用的影响

中标企业 参标但未中标企业

研发费用
(１)

销售费用
(２)

管理费用
(３)

研发费用
(４)

销售费用
(５)

管理费用
(６)

ＤＤＤ
－１􀆰 １８１∗∗∗ ２􀆰 ８８６ ０􀆰 ５３３∗∗∗ ０􀆰 ３９８∗∗∗ １􀆰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６) (１􀆰 ９５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０) (０􀆰 ３０４) (０􀆰 ０６６)

观测总数 ４８６ ７５１ ９５３ ３４４ ９８５ ９０８ ４８６ ７４９ ９５３ ３５３ ９８５ ９１７
因变量均值 １１􀆰 ０９７ １３􀆰 １３６ １２􀆰 ７０４ ５􀆰 ８５３ ９􀆰 ８３９ １１􀆰 ６３３

因变量标准差 ３􀆰 ５０１ ２􀆰 １８３ １􀆰 ５５８ ５􀆰 ０７３ ４􀆰 ２３４ １􀆰 ０８８
注: 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ꎬ 聚类到 “企业—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层面ꎻ 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逐年

税调企业面板数据结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ꎬ 控制了企业—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年份固定效应ꎻ 费用单
位为对数ꎮ

３􀆰 协作创新效应

技术转让是企业、 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之间共享知识、 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ꎬ
能够帮助研发主体更迅速地获取最新的研发成果、 技术创新和市场反馈ꎬ 从而在专利研

发过程中更具高效性ꎮ 专利转受让的次数能够反映主体的协作创新情况ꎮ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 年专利转让合同数据库ꎬ 构造非企业主体的不同类型专利转受让次数ꎬ 以专

利是否为医药类、 专利所在地是否是集采试点城市、 是否是政策后作为三重差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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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ꎮ
从表 ９ 结果可以发现ꎬ 在首批 “４＋７” 试点地区ꎬ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于非企业主

体的专利转受让数起正向影响ꎬ 进一步显著促进了医药类专利申请数量和被引用数量ꎮ
这主要源于企业、 高校、 研发机构之间的技术转让是一种变相协同合作ꎬ 能够加快科技

成果转换ꎬ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专利数目增长和质量提升ꎬ 这些结果与现有结论保持一致

(Ｅｄｌｅｒ 和 Ｙｅｏｗꎬ ２０１６ꎻ 叶伟巍等ꎬ ２０１４)ꎮ 在 “４＋７” 集采政策下ꎬ 非企业主体的专利转

化活动显著增强ꎬ 这可能源于政策引致的需求变化: 集采通过带量采购、 量价挂钩的方

式ꎬ 显著降低了中标药品的利润空间ꎮ 这种压力迫使药企将更多资源投向与高校、 科研

院所的合作ꎬ 以期通过外部研发获取新技术ꎬ 从而提升其后续盈利能力ꎮ 这种合作常以

专利转受让或专利许可的形式体现ꎬ 从而可以进一步提升专利产出及其被引用表现ꎮ 这

也是非企业主体的医药类专利质量受到集采冲击后负面影响略低于中标企业与参标未中

标企业的原因ꎮ

表 ９　 非企业主体专利技术转受让对于专利数量质量的影响

非企业主体
转受让数量

(１)
专利数量

(２)
被引用数量

(３)

ＤＤＤ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４)

转受让数
０􀆰 ５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８７) (０􀆰 ００２)
观测总数 １１ ５１０ ３５２ １１ ５１０ ３５２ １１ ５１０ ３５２

因变量均值 ０􀆰 ０３７ ０􀆰 ７６５ ０􀆰 ０３５
因变量标准差 ０􀆰 ５４３ ３􀆰 ４６２ ０􀆰 ２７２

注: 本表的结果基于三重差分法ꎻ 第 (１) — (３) 列的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ꎬ 聚类到 “研发主体—
城市—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层面ꎻ 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中国专利转受让数据结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ꎬ
控制企业—城市—ＩＰＣ 分类号前四位数、 年份固定效应ꎮ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网站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２１ 年的逐年数

据ꎬ 考察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医药类创新的影响ꎬ 尝试从微观专利级别数据检验其对专

利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效果ꎬ 创新地应用了三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三重差分法ꎬ 得到了较

为可信的结论ꎮ 研究发现ꎬ 在全国性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推出后ꎬ 相对非医药专利发明申

请数量 “４＋７” 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的省份医药发明申请专利出现了显著的提升ꎬ 而在专

利质量即被引用数量方面出现了显著的下降ꎻ 同时ꎬ 在发明申请授权率、 衡量专利宽度

的专利分类号数量和前引数量、 衡量合作程度的平均发明人数量中存在下降ꎮ 进一步分

组发现ꎬ 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对中标企业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ꎬ 对参标未中标企业、 非企

业主体同样存在广泛的增量降质间接效应ꎮ 从行业分类异质性看ꎬ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

化学药物配置品直接相关的专利具有最大的影响ꎬ 对后续纳入的医疗器械与材料相关专

利具有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ꎮ 集采政策对于实用新型专利同样具有增量降质的溢出效应ꎮ
本文还提出并验证了药品研发市场结构效应和企业资金配置效应、 协作创新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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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量集采政策通过减少研发市场集中度ꎬ 破除了专利壁垒ꎬ 通过将市场竞争推入合适区

间范围显著促进了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ꎬ 但也带来被引用数量的降低ꎮ 政策实施后ꎬ 中

标企业在削减研发支出、 增加管理费用的情况下ꎬ 倾向于减少高风险的长期创新投入ꎬ
转向短期回报项目ꎻ 而非中标企业会增大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以求生存ꎬ 使得医药类专

利提量减质ꎮ 在试点地区ꎬ 非企业主体的专利转受让次数取得了显著提升ꎬ 通过技术转

让的协作创新机制促进了专利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ꎮ 总之ꎬ 药品带量集采导致广泛的

以质换量现象ꎬ 不利于创新质量的提升ꎬ 是一个需要被重视的问题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ꎬ 本文提出政策建议ꎮ 一是平衡短期与长期创新投入ꎬ 缓解企业

财务约束ꎮ 为了更好地推动创新ꎬ 药品带量集采政策应当在确保短期成本控制的同时ꎬ
为企业长期创新提供激励ꎮ 政策可以通过奖励机制或补贴政策ꎬ 支持企业在高风险长期

研发项目中的投入ꎬ 避免因短期资金压力而转向低风险、 短期回报的项目ꎬ 从而可以保

障创新的持续性和高质量发展ꎮ 例如ꎬ 设立集采结余资金反哺机制ꎬ 将带量采购产生的

医保结余资金按比例划入高风险创新补偿基金ꎬ 重点支持靶点发现、 临床试验高风险环

节ꎮ 二是推动产学研协作创新ꎬ 提升创新成果转换质量ꎮ 针对研究发现非企业主体协作

创新带来专利数量和质量提升的结论ꎬ 应推动创新协作从数量联合向质量融合升级ꎮ 政

府应推动企业与高校、 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ꎬ 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ꎮ 这些平台

可以加速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ꎬ 提高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ꎬ 并推动跨行业协作ꎬ 从而提

升整体创新体系的水平和专利质量ꎮ 例如ꎬ 在生物医药集群地设立医药知识产权服务中

心ꎬ 提供专利布局策略咨询、 跨国专利池接入服务ꎬ 降低中小企业协作创新成本ꎮ 三是

实施行业差异化的创新支持政策ꎮ 考虑到不同细分赛道对集采政策的响应不同ꎬ 政策应

因行业特点提供差异化支持ꎮ 例如ꎬ 对于化学药物领域ꎬ 可以为突破性创新药设立质量

溢价系数ꎬ 允许其报价在合理范围内高于普通仿制药ꎬ 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信号ꎮ 对于

非化学药物类ꎬ 例如医药器械领域ꎬ 可以优化市场结构ꎬ 引入更多创新者ꎮ 通过精细化

调控ꎬ 最大化集采政策对全行业创新能力的正向拉动ꎮ
诚然ꎬ 本文也有一些数据时效性与覆盖面上的局限ꎮ 选取的专利申请截至 ２０２１ 年ꎬ

但带量集采政策在 ２０２０ 年后进入扩围深化阶段ꎬ 目前已经进行到第十一批ꎬ 创新滞后反

应等政策长期效应可能尚未完全显现ꎬ 未纳入临床试验数据ꎬ 可能低估生物化学药等长

周期创新的真实影响ꎮ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批次集采政策纳入的药物器械的迭

代对创新结构的动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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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Ｂｅｒｎｄｔꎬ Ｅ􀆰 Ｒ􀆰 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Ｕ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 [ Ｊ]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４: ４５￣６６􀆰
１５􀆰 Ｃａｏꎬ Ｓ􀆰 ꎬ Ｙｉꎬ Ｌ􀆰 Ｘ􀆰 ꎬ Ｙｕꎬ Ｃ􀆰 ꎬ ２０２４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ｉｎ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３: ４８１￣５１３􀆰
１６􀆰 Ｃｈａｎｄｙꎬ Ｒ􀆰 ꎬ Ｈｏｐｓｔａｋｅｎꎬ Ｂ􀆰 ꎬ 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ꎬ Ｏ􀆰 ꎬ Ｐｒａｂｈｕꎬ Ｊ􀆰 ꎬ ２００６ꎬ “Ｆｒｏｍ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３: ４９４￣５０８􀆰
１７􀆰 Ｃｈｅｎꎬ Ｘ􀆰 Ｑ􀆰 ꎬ Ｃｈｅｎꎬ Ｓ􀆰 Ｙ􀆰 ꎬ Ｗｕꎬ Ｚ􀆰 Ｋ􀆰 ꎬ Ｓｕꎬ Ｗ􀆰 ꎬ Ｃｈｅｎꎬ Ｙ􀆰 Ｗ􀆰 ꎬ ２０２４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Ｂ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Ｊ]ꎬ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Ｖｏｌ􀆰 １２: １４０６２５４􀆰

１８􀆰 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ꎬ Ｄ􀆰 ꎬ Ｐａｕｌꎬ Ｈ􀆰 ꎬ Ｎｉｍａꎬ Ｍ􀆰 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Ｊ]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７１: １０２６２０􀆰

１９􀆰 Ｇｕꎬ Ｙ􀆰 ꎬ Ｚｈｕａｎｇꎬ Ｑ􀆰 ꎬ ２０２３ꎬ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ｓｔ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Ｊ]ꎬ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４: １１９２４２３􀆰

２０􀆰 Ｋａｌｃｈｅｖａꎬ Ｉ􀆰 Ｍ􀆰 ꎬ Ｓｈａｇｕｎꎬ Ｐ􀆰 ꎬ ２０１８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 Ｓｈ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Ｎｏ􀆰 ２: ４４０￣４６１􀆰

２１􀆰 Ｋｒｉｅｇｅｒꎬ Ｊ􀆰 ꎬ Ｌｉꎬ Ｄ􀆰 ꎬ Ｄｉｍｉｔｒｉｓꎬ Ｐ􀆰 ꎬ ２０２２ꎬ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ｔｙ ｉｎ Ｄｒｕ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２: ６３６￣６７９􀆰

２２􀆰 Ｌｅｍｂｅｒꎬ Ｖ􀆰 ꎬ Ｋａｌｖｅｔꎬ Ｔ􀆰 ꎬ Ｋａｔｔｅｌꎬ Ｒ􀆰 ꎬ ２０１１ꎬ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Ｊ]ꎬ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７: １３７３￣１３９５􀆰

２３􀆰 Ｌｉꎬ Ｘ􀆰 ꎬ Ｘｕꎬ Ｊ􀆰 ꎬ ２０２４ꎬ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ｒ Ｈｉｎｄｅ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ꎬ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５: １３９２２３９􀆰

２４􀆰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Ｆ􀆰 Ａ􀆰 ꎬ Ｐａｓｃａｌｅꎬ Ｌ􀆰 ꎬ ２０２０ꎬ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Ｊ]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７: １０４０７５􀆰

２５􀆰 Ｏｌｄｅｎꎬ Ａ􀆰 ꎬ Ｍøｅｎꎬ Ｊ􀆰 ꎬ ２０２２ꎬ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 [Ｊ]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３: ５３１￣５５３􀆰

２６􀆰 Ｐｏｌｉｄｏｒｏꎬ Ｊ􀆰 Ｆ􀆰 ꎬ Ｌａｍｐｅｒｔꎬ Ｃ􀆰 Ｍ􀆰 ꎬ Ｋｉｍꎬ Ｍ􀆰 ꎬ ２０２２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ｆｉｒｍ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ｏｎ Ｆｉｒ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Ｊ]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３: ２７４２￣２７７６􀆰

８０１



２７􀆰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ꎬ Ｊ􀆰 Ａ􀆰 ꎬ １９７６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８􀆰 Ｕｙａｒｒａꎬ Ｅ􀆰 ꎬ Ｚａｂａｌａꎬ Ｉ􀆰 Ｊ􀆰 Ｍ􀆰 ꎬ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ꎬ Ｋ􀆰 ꎬ Ｍａｇｒｏꎬ Ｅ􀆰 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ꎬ Ｒｏｌｅｓꎬ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１:
１０３８４４􀆰

２９􀆰 Ｖａｋｒａｔｓａｓꎬ Ｄ􀆰 ꎬ Ｗａｎｇꎬ Ｗ􀆰 Ｌ􀆰 ꎬ ２０２４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Ｄｒｕｇ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Ｊ]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８８ꎬ Ｎｏ􀆰 １: １１６￣１３７􀆰

３０􀆰 Ｗａｎｇꎬ Ｓ􀆰 ꎬ Ｙａｎｇꎬ Ｄ􀆰 Ｙ􀆰 ꎬ ２０２５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Ｊ]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１３３ꎬ Ｎｏ􀆰 ７: ２１８０￣２２２８􀆰

３１􀆰 Ｙｕꎬ Ｐ􀆰 ꎬ Ｈａｏꎬ Ｒ􀆰 ꎬ Ｓｕｎꎬ Ｙ􀆰 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Ｆｉｒｍｓ—Ａ 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２６: １０６９４４􀆰

３２􀆰 Ｚｈｕａｎｇꎬ Ｃ􀆰 Ｃ􀆰 ꎬ ２０２４ꎬ “Ａ Ｗａｙ ｔｏ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ｒｉｐ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ꎬ 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４８５５０ / ａｒＸｉｖ􀆰 ２４０９􀆰 １２３５３􀆰

３３􀆰 Ｚｉｅｄｏｎｉｓꎬ Ｒ􀆰 Ｈ􀆰 ꎬ ２００４ꎬ “Ｄｏｎ􀆳ｔ Ｆｅｎｃｅ Ｍｅ ｉ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Ｊ]ꎬ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６: ８０４￣８２０􀆰

Ｃ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ｓ

Ｔａｎ Ｗｅｎｘｉｎ１ꎬ Ｚｈｕａｎｇ Ｃａｓｔｉｅｌ Ｃｈｅｎ１ꎬ Ｈａｎ Ｄａｎ２ꎬ Ｘｉａｏ Ｓａｉｚｉ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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